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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滞后、需求不确定性与运输频次＊
首陈霄
内容提要：贸易团块是产品以低频次、大批量的形式进行交易的现象，与企业的存货管理有着
密切的联系。使用中国海关数据，我们发现对于距离越远的市场，贸易越呈现团块状。我们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的团块程度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与需求不确定性密切相关。进一步地，我们发
现交付滞后只通过需求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企业的运输频次。通过分位数回归，我们也验证了交付
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只会影响运输频次的下界。研究表明，改善交通设施、提高通关效率等减少运
输时间的举措对于企业提高存货周转并进而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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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已有的文献指出商品的交易是呈现团块（Ｌｕｍｐｉｎｅｓｓ）特征的，即产品以低频次（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大
批量（Ｌａｒｇｅ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ｓ）的形式进行交易。比如，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使用美国出口数据发现，每
年的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月中，大部分交易（占比超过８５％）集中在少于３个月中。类似的现象
也在西班牙的数据（Ｈｏｒｎｏｋ　＆Ｋｏｒｅｎ，２０１５）和法国的数据中发现（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我们在中国
的出口数据中也发现了显著的团块现象。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上，一年之中发生交易的月份
数平均而言只有２个月。贸易团块现象体现在运输策略上就是低运输频次现象①。运输策略中的运
输频次（或称发货频次）和运输规模（或称订单规模）②在存货管理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Ｚｉｐｋｉｎ，
２０００），尤其是对有较长运输时间的外贸企业。举例来说，做进口贸易的企业通常比不从事进口贸易
的企业持有较大的存货销售比（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使用２００５年中国出口的月度数据，我们发
现目的地距离越远国际贸易越呈现团块状。例如，平均而言，出口到日本的企业有７０％的贸易量集
中在一个月当中，而同样的企业和产品出口到较远距离的智利，其贸易量将近８３％集中在一个月当
中。那么，为什么企业会随着市场距离调整自己的运输策略，并进而调整其存货管理策略？本文认
为，企业针对较远的市场会减少运输频次并增加运输规模是为了避免因为需求不确定性导致的缺货
订单累积及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
市场距离直接与交付的滞后性相联系。尽管许多新技术（如集装箱和ＧＰＳ导航）已经应用在货
物运输过程中，但是货物交付的滞后时间（定义为客户的下单时间和客户收到货物的时间之间的间
隔）依然很长。Ｈｕｍｍｅｌｓ　＆Ｓｃｈａｕｒ（２０１３）中的统计数据表明，货物从欧洲港口到美国港口需要花费
２０天，从欧洲港口到日本港口需要３０天。由于不可忽视的交货滞后时间，面临着需求不确定的情况
下，进口贸易商不得不持有代价高昂的存货以防市场出现缺货的状况。因此，交付的滞后性与存货
持有和折旧成本密切相关（Ｈｕｍｍｅｌｓ　＆ Ｓｃｈａｕｒ，２０１３）。Ａｉｚｅｎｍａｎ（２００４）、Ｅｖａｎｓ　＆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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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频次是单位时间内的运输次数，可以用来衡量贸易团块的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文献中常用一
年内有贸易的月份数来衡量运输频次。贸易团块程度越高意味着贸易集中在越少的月份当中，运输频次也就越低。
给定贸易量，运输规模和运输频次可以分别单独描述贸易团块现象，二者呈现倒数关系。
＊
（２００５）、Ｈｕｍｍｅｌｓ　＆Ｓｃｈａｕｒ（２０１０）都指出，如果存在需求不确定性，货物的时效性尤其重要。
运用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的物流成本模型，我们发现，只有在存在需求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交付的
滞后时间才会影响发货频率。我们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出口数据①验证这一假说，并使用距离作为
交付滞后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交付滞后主要通过它与需求不确定性之间的交互项来负向影响
发货频率。当增加更多的针对需求不确定性的量度，距离本身的系数就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
显著。而且，需求不确定性也只通过交付滞后负向影响运输频次。因此，只有交付滞后和需求不
确定的交乘项才对运输频次有负向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引入了每批次成本以控制运输的
规模经济这一作用机制（这是许多文献中指出的影响贸易团块的因素），结果表明我们的发现依然
稳健。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最近关于贸易团块和运输频次问题的研究。现有的大多数文献都强调了规
模经济②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证明了交付滞后和运输中的规模经济都正
向地影响贸易商的进口货物库存。Ｈｏｒｎｏｋ　＆Ｋｏｒｅ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５）指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在
运输中产生规模效应的固定成本：管理成本和每批次固定成本。他们发现，公司针对更高的固定成
本的反应是降低运输频次并增加每次的运输规模。Ｋｒｏｐｆ　＆Ｓａｕｒé（２０１４）估计了每批次固定成本的
平均关税等价对于瑞士出口商来说在出口值的０．８２％和５．４％之间，在经济上显著重要。现有文献
中只有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从需求不确定性角度研究了贸易团块问题。他们发现需求不确定性通过
贸易量间接地和物流成本直接地影响运输频次。目前国内较少有探讨出口企业运输频次的文献。
据我们所知，近期仅有一篇蒋灵多等（２０１７）分析了出口企业之间出口频次差异的因素。他们发现企
业、出口产品及目的国的特征等因素对出口频率都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有效控制企业和产品特征的
影响，本文可以专注于讨论距离和需求不确定性对出口频次的影响，并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也与从需求不确定性角度解释企业行为的文献相关联。早期的文献主要关注需求
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例如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１９８３）、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Ｓｉｅｇｅｌ（１９８６）和Ｐｉｎｄｙｃｋ（１９８８）。
在国际贸易领域，需求不确定性被用来解释研究者在微观层面的商品交易数据中所发现的一些企业
出口行为。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在模型中引入产品层面的需求冲击可以解释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增
加和减少的现象。为了解释新进入出口商增加和减少产品的频率要高于有经验的出口商的现象，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２０１５）在模型中加入需求学习过程，就是说由于存在需求波动，企业必须花费时间了解
其产品的真正需求。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２）从需求不确定性角度解释新出口企业的高退出率和序贯出口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的现象。本文延续这些文献的思路，尝试从需求不确定性角度解释企业出口
中的团块现象。
与前面提到的强调每批次固定成本的重要性的文献相对的，本文的研究强调交付滞后对于运输
策略的重要性。在需求不确定性的均值水平上，运输频次的距离弹性大约为－４．７％，相比之下，每
批次固定成本的弹性为－３．３％。本文的研究也是对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有效补充。本文改进了
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中需求不确定性的量度，强调需求不确定性在决定交付滞后影响程度的重要性。
事实上，只有需求不确定性和交付滞后的交互项才对发货频次有负向影响。如果没有需求不确定
性，或者没有交付的滞后性，无论是需求不确定性还是交付滞后都对发货频次没有负向影响。本文
发现，给定需求不确定性的平均水平，需求不确定性上升一个标准误会增加２．２％（增加到－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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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时使用２００６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没有使用更长的时间段进行回归分析是因为２００７年
之后的准确的月度数据不可得。即使月度数据可得且可靠，使用２００７年之后的数据存在的一个问题是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干扰。因为本文是使用前几年的出口值变化预测当前年份的需求不确定性的，这里暗含的假设是需求
不确定性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这个假设显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成立。因此，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几年的需求不
确定性都无法得到准确的衡量。
出口手续是出口商最常见的固定成本投入形式，它包括准备申请文件、报关报检以及码头装卸。这种交易
成本一般跟发货规模不成正比，因此存在规模效益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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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的影响。此外，本文还使用分位数回归验证了模型中的预测，即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只
会影响运输频次的下界。
二、关于运输频次的简单模型
我们基于Ｚｉｐｋｉｎ（２０００）①中的存货管理理论将买方的最优订货频次的决策问题构造成一个物流
成本最小化问题，并用它来描述交付滞后（文献中又称为交付周期）和需求不确定性对贸易团块的交
互影响②。
给定一段标准化为１的时间周期，买方选择再补货水平ｒ（用来发出一个新订单的存货水平阈
值）和订单规模ｑ以最小化其物流成本，ｒ和ｑ共同决定了运输频次，这个模型一般简称为（ｒ，ｑ）模
型。我们先从模型的确定性版本出发证明当没有需求不确定性时交付滞后对运输频次没有影响，然
后引入需求不确定性以证明交付滞后只通过需求不确定性影响运输频次③。
（一）确定性模型
在一个确定性的（ｒ，ｑ）模型中，需求的实现保持恒定的速率λ，因而，单位时间内的总需求为λ。
买方在单位时间内的物流成本由三部分组成：运输成本④、存货持有成本和缺货（或者说延迟交货）
的惩罚成本。
Ｃ（ｒ，ｑ）＝ｋ·ｆ＋ｈ·珔Ｉ（ｒ，ｑ）＋ｂ·珚Ｂ（ｒ，ｑ） （１）
其中，ｋ为每批次固定成本；ｆ＝λｑ
是运输频次；ｈ为每单位存货成本；Ｉ标示单位时间内的平均
存货水平；ｂ是每单位缺货的惩罚成本；Ｂ标示单位时间内的平均缺货水平。
我们将交付周期Ｌ期间的需求量表示为Ｄ＝λＬ，并将存货水平、缺货水平和净存货水平分别用
Ｉ（ｔ）、Ｂ（ｔ）和ＩＮ（ｔ）来标识，那么，就有ＩＮ（ｔ）＝Ｉ（ｔ）－Ｂ（ｔ），因为缺货订单只在存货耗尽的时候才会开始
累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买方或者承受存货成本或者承受缺货惩罚成本，但不会同时承受这两种
成本。
图１展示了两个循环周期中，净存货水平（ｔ）从最高到最低之间的变化。在第一个周期中，当存
货水平变为ｒ时，也就是时间点为Ｘ时，产生了新的订单。经过一段等于交付周期Ｌ的时间，也就是
到时间点Ｚ，规模为ｑ的订单货物到达买方手中，同时，缺货水平累积到Ｄ－ｒ。存货下降到零的时间
点为图中的Ｙ点，在Ｙ点之前，企业蒙受存货持有成本，而在Ｙ之后，缺货订单开始累积，企业蒙受
缺货惩罚成本。企业蒙受存货成本的时间所占的比例为（ｒ－Ｄ＋ｑ）／ｑ，而蒙受缺货惩罚成本的时间
占比为（Ｄ－ｒ）／ｑ。
在一个周期中，平均存货成本在第一阶段中为（ｒ－Ｄ＋ｑ）／２，在第二阶段中为０，因而，整个周期
中的平均存货成本为这两个阶段的加权平均值：
珔Ｉ＝ｒ－Ｄ＋ｑｑ
ｒ－Ｄ＋ｑ
２ ＋
Ｄ－ｒ
ｑ
（０）＝ １２
（ｒ－Ｄ＋ｑ）２
ｑ
（２）
类似地，平均缺货水平在第一阶段为０，在第二阶段为（Ｄ－ｒ）／２，那么，整个周期内的平均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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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模型假设和基本结论都出自Ｚｉｐｋｉｎ（２０００）中的存货管理模型，但是，原文的存货管理模型十分复
杂，本文用更简洁清晰的经济学逻辑重新演绎了模型的推演，并拓展了模型结论在经济学上的解释，使之可以用来解
释贸易团块现象，并为企业如何减少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指导。
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出口商（也就是卖方）的信息来衡量运输频次。实际上，我们是在假设卖方
依从买方在运输时间和运输规模方面的决策。
在下面的讨论中，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将买方看作为持有存货并满足随时到来的需求的零售商。对模型的
解释也可以很容易地修正成适应买方为制造商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买方持有投入品的库存，并随时满足它自己
对投入品的引致需求。
由于运输的冰山成本不受运输频次的影响，所以后面物流成本的分析中略去了运输的冰山成本。
图１　随时间ｔ变化的净存货水平
水平珚Ｂ为：
珚Ｂ＝ｒ－Ｄ＋ｑｑ
（０）＋Ｄ－ｒｑ
Ｄ－ｒ
２ ＝
１
２
（Ｄ－ｒ）２
ｑ
（３）
将珔Ｉ和珚Ｂ 的表达式代入方程（１），得到：
Ｃ（ｒ，ｑ）＝ｋ·λｑ ＋
ｈ
２
（ｒ－Ｄ＋ｑ）２
ｑ ＋
ｂ
２
（Ｄ－ｒ）２
ｑ
（４）
通过成本最小化，得到：
ｑｄ ＝ ２ｋλｈ槡ω （５）
ｒｄ ＝Ｄ＋（ω－１）ｑｄ （６）
ｆｄ ＝ ｈωλ２槡ｋ （７）
Ｃｄ ＝ ２ｋλｈ槡 ω （８）
其中，ω是成本比率：ｂ／（ｂ＋ｈ）；下标ｄ表示确定性模型的最优解。从上面最优解的式子中，我
们看到，交付周期Ｌ对最优的运输规模或者最优的运输频次都没有影响。直观上的解释是，如果企
业知道未来的需求是如何演变的，企业就可以相应地调整其存货和订单以迎合未来的需求。
（二）随机需求模型
假定需求过程遵循马尔科夫过程，定义Ｄ（τ）为τ时间内的累积需求量，然后用两个参数———平
均需求率和长期的方差均值比———去刻画不确定性下的未来需求。平均需求率是单位时间内的预
期需求量；方差均值比是τ时间内累积需求量的方差和预期需求之间的比率极限：
λ＝Ｅ［Ｄ（１）］ （９）
ψ
２ ＝ｌｉｍ
τ→∞
｛Ｖ［Ｄ（τ）］／λτ｝ （１０）
其中，Ｖ［·］代表方差，ψ
２ 是需求波动的量度，交付周期内的需求预期为：υ＝Ｅ［Ｄ］＝λＬ。如果需求
过程遵循泊松过程，那么Ｖ［Ｄ（ｔ）］＝λｔ，进而ψ
２＝１。对于现实中大部分的需求过程，如果Ｌ足够大，Ｄ
可以近似看作正态分布，那么，σ２＝Ｖ［Ｄ］≈ψ
２λＬ，作为Ｄ的函数，珔Ｉ和珚Ｂ现在也是随机变量。
依据Ｚｉｐｋｉｎ（２０００），较之将分析限制于某一具体形式的Ｄ 的分布函数①，我们的目标是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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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通常难以找到符合现实需求分布的具体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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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ｒ，ｑ）模型的解Ｃ＊和ｑ＊的分布区间：
２ｋλｈ槡 ω ＝Ｃｄ ≤Ｃ＊ ≤ ２ｋλｈω＋ｂｈψ２λ槡 Ｌ （１１）
２ｋλ
ｈ槡ω ＝ｑｄ ≤ｑ＊ ≤ ２ｋλｈω＋ｂｈψ
２λ槡 Ｌ
ｈω
（１２）
λ和ψ
２ 是决定最优成本和最优订单规模的取值区间的充分统计量，如果要获得更具体的最优解
则需要关于需求分布的更多信息。在很多应用中，为了方便和简洁起见，我们可以使用正态分布和
泊松分布来近似实际的需求分布。
从不等式（１２）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交付周期Ｌ对于ｑ＊的下界没有影响，而
下界的值与确定性模型下的最优解是一样的，这说明确定性模型的解在随机需求的情形下通常会低
估Ｂ，从而得到一个较小的最优解ｑ＊。其次，交付周期Ｌ只会影响ｑ＊的上界，并且交付滞后的影响
的大小受需求不确定性ψ
２ 的影响。依据Ｚｉｐｋｉｎ（２０００），上界来自于最大近似（Ｍａｘｉｍ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
ｔｉｏｎ）下的解①，这种情形下通常会高估珚Ｂ，从而得到一个较大的最优解ｑ＊，也意味着更大的库存
成本。
依据上面描述的理论，我们提出两个假说：
假说１：发货频次ｆ＝λｑ
随着交付周期Ｌ 的增加而减少；交付周期Ｌ对运输频次的影响程度依赖
于需求不确定性ψ
２。
假说２：需求不确定性ψ
２ 和交付周期Ｌ只会影响最优运输规模ｑ的上界，也就是运输频次ｆ的
下界。
由于运输频次与贸易团块相关联，这两个假说告诉我们贸易团块是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共
同作用导致的。依据前面的模型设定，在存在缺货惩罚成本（珚Ｂ）的前提下，无论交付滞后还是需求不
确定性都会提高企业的缺货风险。因此，企业通过调整存货策略来降低缺货风险，反映在运输策略
上就是低频次现象。而且，交付滞后（需求不确定性）对缺货风险的影响会随着需求不确定性（交付
滞后）的上升而变大，不过，只有在需求不确定性（交付滞后）存在的条件下，交付滞后（需求不确定
性）才会影响企业的缺货风险。如果需求不确定性不存在，正如我们在确定性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形，
由于企业可以事先计划好存货以满足未来需求，所以交付滞后不会影响运输频次。同样地，如果不
存在交付滞后，企业面临需求变动的时候可以随时补充存货，需求不确定性也不会影响运输频次。
除了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这个物流模型还有其他经济学启示：首先，每批次固定成本ｋ反
映了运输的规模经济，它确实会导致贸易团块现象，这与先前文献（比如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
Ｋｒｏｐｆ　＆Ｓａｕｒé（２０１４））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其次，每单位缺货惩罚成本ｂ和每单位存货成本ｈ可以
调节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最后，最优的运输频次是一个区间。这意味着，企业如果
能得到关于需求波动的更多信息，那么它就可以使最优运输频次靠近上界，降低交付滞后和需求不
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三、数据与事实
（一）数据说明
我们使用２００５年度②的中国出口交易数据来检验上面的假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中的每
一条记录为出口公司在８位 ＨＳ产品水平上每个月的出口数量和以美元计的出口价值。我们在实
证分析中将交易信息加总到６位 ＨＳ代码水平上以方便与相关文献的比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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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据Ｚｉｐｋｉｎ（２０００），最大近似的累积分布函数为：Ω＝１－１／２［（１－ｚ）／（１＋ｚ２）（１／２）］。
在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放松了对出口许可证的管制，新的政策移除了所有针对直接贸易的限制。
表１　不同分类下运输形式的信息概述
类型
（１） （２） （３）
全部 仅水运 至少一次水运
产品×目的地 ２８３７９１　 １５１１４３（５４％） ２５４９９５（９０％）
全部运输 １３７２７２７９　 １００２４３５１（７３％）
水路运输 全部目的地 均值 中位数
贸易值占比 ２２６　 ８３．６％ ９２．８％
贸易次数占比 ２２６　 ７５．４％ ７８．５％
　　注：表格的后两行中，贸易值占比是中国出口到某一目的地使用水路运输的出口值占中国出口到该地总出口值
的比例。类似地，贸易次数占比是中国出口到某目的地使用水路运输进行出口的次数占中国出口到该地总出口次数
的比例。
检查数据中交易次数的信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对于我们拿到的月度水平的海关数据，其
中的任一观察值可能并不意味着是事实上的一次交易和运输。它可能是数次运输的加总。因此，作
为替代，我们专注于交易的月份数，因为这个信息是唯一可信任的关于运输信息的数据。
我们使用各国（地区）到中国的地理距离作为交付周期的代理变量，地理数据来自ＣＥＰＩＩ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提供了关于地理距离不同形式的测度数据。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的是遵循大圆弧
准则的测地线距离，这种计算方法使用最重要的城市或城市群的维度和经度数据（Ｍａｙｅｒ　＆Ｚｉｇｎａ－
ｇｏ，２０１１）。在实证分析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我们使用两个主要的控制变量：每个国家（或地区）的
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数据。这些数据来自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版本号为８．１）。
我们主要分析水路运输的贸易①，水运贸易大概占全部贸易运输的７３％。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
出，在产品和目的地水平上，有将近５４％的交易只使用水路运输及有９０％的交易至少使用一次水路
运输。对于任一目的地，使用水路运输进行出口（无论是贸易值还是贸易次数）的交易平均占比为
８３％，此外，使用水路运输的货物价值份额与地理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０５且不显著，因此，由
于只分析水路运输而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是温和适度的。
（二）运输频次和贸易块度
我们关注的是企业×产品×目的地水平上的贸易团块现象。在我们的数据中，贸易团块反映为
以有交易的月数计算的运输频次的不均匀分布。图２展示了有交易的月数的分布。平均而言，贸易
只发生在大约２．３个月里，分布总体呈现右偏形态，中位数为１个月，第三分位数为３个月。
图２　有贸易的月份数的直方图（２００５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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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两种重要的运输方式为空运和陆路运输（包括铁路运输）。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表２展示了针对五个不同出口目的地的几个贸易团块指标的均值，这些值都是在企业×产品×
目的地水平上所计算的。这五个目的地国家到中国的地理距离都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中等规
模（除了日本），我们依据它们到中国的距离由近到远分别放在列（１）～（５）的位置。距离最近的放在
列（１）；距离最远的放在列（５）。在第１行，我们列出了中国对这些国家有出口贸易的月份数的均值。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企业出口某一产品到某一国家在一年里呈现低频的特征，平均的有贸易的月份
数在２和３之间变动。此外，其数值大小从列（１）到列（５）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更长的交付周期会导
致更低的运输频次。
我们也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ＨＨ）来描述在企业×产
品×目的地水平上的贸易的集中程度：
ＨＨ ＝∑
１２
ｉ＝１
ｓ２ｉ （１３）
其中，ｓ２ｉ 表示第ｉ个月出口值占当年总出口值的份额。ＨＨ 指数的波动范围为１／１２和１之间，
指数越大，贸易团块的程度越高。“１／１２”意味着每个月的贸易值是相等的，全年的贸易值平均分布
在各月中。在表２的第３行，我们可以看出ＨＨ 指数基本在２／３和４／５之间，另外，其值随着目的地
到中国的距离增加而变大。表２的最后三行使用其他衡量集中度的指标来衡量贸易团块程度：贸易
值最高的１个月或者２个月或者３个月的贸易值占全年的比例。这些数值说明相当大比例的贸易
是发生在少数几个月份中。对于贸易值最高的一个月，其占全年的比例超过７０％；贸易值最高的前
两个月，其占全年的比例超过８０％；如果计算贸易值最高的前三个月，其几乎占了当年的全部贸易值
（９０％～９７％）。
表２　中国对不同目的地的出口的运输频次（２００５年海关数据）
目的地
（１） （２） （３） （４） （５）
日本 澳大利亚 西班牙 墨西哥 智利
有贸易的月份数 ３．４　 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０
赫芬达尔指数 ０．６４８　 ０．７４１　 ０．７５９　 ０．７５５　 ０．７９２
出口值最高的一个月占比 ０．７００　 ０．７８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９３　 ０．８２７
出口值最高的两个月占比 ０．８３９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８　 ０．９１０　 ０．９３６
出口值最高的三个月占比 ０．９００　 ０．９４９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２　 ０．９７０
　　
（三）需求不确定性的度量
在我们的研究中，需求不确定性意味着位于目的地市场的进口商不知道未来可能的需求量。我
们对需求不确定性的量度改良自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他们的不确定性的量度得自国家×产品水平
上所有出口企业的不确定性量度的均值。每个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等于过去７年中出口值每
年的对数变化的方差。然而，这种方法在第一步计算单个企业需求不确定性的时候会存在小样本的
问题。为了改良他们的方法，我们试图增加用来计算需求不确定性的样本容量。首先，对于国
家（ｃ）×产品（ｈ）水平上的任一样本组，我们运用以下回归方程：
ｒｈｃｆ，ｔ：ｔ－１ ＝β０＋β１Ｎｅｗ
ｈｃ
ｆ，ｔ＋β２ｅｘｐ
ｈｃ
ｆ，ｔ＋β３ＭｕｌｔｉＰｒｏ
ｈｃ
ｆ，ｔ＋β４ＭｕｌｔｉＤｅｓ　
ｈｃ
ｆ，ｔ＋σｔ＋εｈｃｆ，ｔ：ｔ－１ （１４）
其中，ｒｈｃｆ，ｔ：ｔ－１是企业ｆ出口产品ｈ到目的地ｃ的出口值在ｔ和ｔ－１期之间的对数变化。在回归
方程的右边，我们控制了几个虚拟变量：Ｎｅｗｆｔ标识是否企业ｆ 是新的出口企业；ｅｘｐｆ，ｔ标识企业ｆ
是否曾经出口过，即是否有出口经验；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ｆ，ｔ标识企业ｆ是否出口多种产品；ＭｕｌｔｉＤｅｓｆ，ｔ标识企
业ｆ是否出口到多个目的地；另外，我们也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获得了这些回归的残差之后，针对每一国家×产品组（ｃ，ｈ），我们可以计算其需求不确定性为残
差的标准差，高的标准差意味着高的需求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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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ｈｃ ＝ Ｖａｒ（珓εｈｃｆ，ｔ：ｔ－１槡 ），ｔ＝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１５）
其中，珓εｈｃｆ，ｔ：ｔ－１为来自上面回归方程的残差（给定ｈ和ｃ）。当得到需求不确定性的量度之后，我们
就可以在实证分析部分验证假说１和假说２。然而，我们的不确定性量度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计
算中只考虑了存续企业，就是说只有至少在一个连续的两年内都有将产品ｈ出口到目的地ｃ的企业
才可能被包括进来，这种问题也存在于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研究中。因此，我们引入另一个不确定
性的量度，从而可以考虑到广延边际的情形，这就是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期间的平均每年退出率。对每一
组（ｃ，ｈ），有：
ＥｘｉｔＲａｔｅｈｃ ＝ １Ｔ∑
２００４
ｔ＝２００１
Ｘｔ
ＮＦｔ－１
，Ｔ＝４ （１６）
其中，ＮＦｔ是在ｔ年出口产品ｈ到目的地ｃ的企业的数目，这个量度与需求不确定性正相关，因
为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预期利润，从而驱使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
表３列出了上面得到的在产品和国家水平上的两种需求不确定性量度的描述性统计量，需求波
动得自于（１５）式。由于标准差为０．３３６，所以大部分观察值的需求波动集聚在均值１．５７５附近，几乎
９０％的样本的需求波动是在１．０６５～２．００３之间。类似地，对于退出率，９０％的样本是在０．３７０～
０．７２５之间。
表３　不确定性量度的描述性统计
统计量
（１） （２） （３） （４） （５）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需求波动 ２３５１０　 １．５７５　 ０．３３６　 ０．４２３　 ３．８１７
需求波动对数值 ２３５１０　 ０．４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８６１　 １．３４０
退出率 ２３５１０　 ０．５４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６　 ０．８８３
　　注：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中国海关数据计算得到。
四、实证结果
（一）交付滞后和贸易块度
我们探讨是否较高的交付滞后时间与较低的运输频次以及较高的平均运输规模（或称订单规
模）相联系。首先，将企业－产品－目的地水平上的贸易值分解成反映不同边际变化的两个部分：有
贸易的月份数Ｍ 和每月平均贸易值（只计算有贸易的月份）Ｖ。企业ｉ出口产品ｈ到目的地ｃ的贸易
值可以分解为：
ｌｎＸｉｈｃ ＝ｌｎＭｉｈｃ＋ｌｎＶｉｈｃ （１７）
然后，对于方程（１７）右边中每一项，应用以下基于经典的贸易模型———引力模型的回归方程：
ｌｎＺｉｈｃ ＝α＋β×ｌｎＤｉｓｔｃ＋γ×Ｘｉｈｃ＋νｉｈ ＋ｉｈｃ （１８）
其中，Ｄｉｓｔ是目的地ｃ到中国的地理距离，作为交付滞后的代理变量，Ｘ 为其他控制变量。
依据引力模型，这些控制变量为企业ｉ对产品ｈ 在目的地ｃ的出口值，国家ｃ的 ＧＤＰ和人均
ＧＤＰ；ν是企业×产品的交叉固定效应。因此，系数β的估计利用的是同一企业同一产品内不同
国家间的变化。基于Ｃａｍｅｒｏｎ　＆ Ｍｉｌｅｒ（２０１０）①中的建议，回归的稳健标准误在目的地×企业水平
上集聚。
表４的前三列分别展示了，当不控制贸易值的时候，对数形式的总贸易值、每月平均贸易值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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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ａｍｅｒｏｎ　＆ Ｍｉｌｅｒ（２０１０）建议，保守起见，回归中应该使用双向聚类方差，或者在目的地和产品水平上，或者
在目的地和企业水平上。在这里，我们采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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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月份数对目的地到中国的距离的回归结果。列（１）的结果显示距离和贸易值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这是与经典引力模型中的预期相一致的。当地理距离翻倍的时候，贸易值平均会减少１．２％，
具体来说，每月平均贸易值会增加６．９％，而有贸易的月数会减少８．２％。这个结果与Ｂéｋé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和Ｋｒｏｐｆ　＆Ｓａｕｒé（２０１４）的发现不同，Ｋｒｏｐｆ　＆Ｓａｕｒé（２０１４）的理论认为贸易量会在运输频次
和运输规模两个维度同方向同时变化。表４的列（４）和列（５）分别报告了控制当期贸易值和滞后一
期贸易值后的回归结果。更远的市场距离依然与更少的运输频次相关联。具体来说，根据列（４）的
结果，距离增加１０％会导致运输次数减少０．７８％。这里的回归结果说明交付滞后与贸易团块程度
正相关，从而证实了前文描述性统计分析中的发现。
表４　交付滞后和交易频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贸易值 每月平均值 有贸易的月份数
距离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
贸易值
０．２７９＊＊＊
（０．０００）
滞后一期贸易值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１）
观察值个数Ｎ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１２　 ０．７５３　 ０．５３３　 ０．７５４　 ０．６８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拟合优度 ０．４８８　 ０．５６２　 ０．１７２　 ０．５６４　 ０．４２８
　　注：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所有的因变量为对数形式，回归方程控制企业×产品交叉固定效应。每
个系数下面为第二行为聚类在企业－目的地水平上的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１。
（二）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
可以假设在贸易活动当中出口商在订单的接受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出口商的行为可以
认为是位于目的地的进口商（例如零售商）行为的反映。依据我们在前文展示的理论，更长的交付滞
后与较低的运输频次相关联的可能原因是面临着需求不确定性的企业为了防止需求冲击导致的缺
货订单不得不持有较大的存货。
利用上文介绍的需求不确定性的量度，我们在回归方程（１８）基础上增加需求不确定性和它与地
理距离（交付滞后的代理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回归方程形式变为：
ｌｎＺｉｈｃ ＝α＋β１·ｌｎＤｉｓｔｃ＋β２·ｌｎＵｈｃ＋β３·ｌｎＤｉｓｔｃ·ｌｎＵｈｃ＋γ·Ｘｉｈｃ＋νｉｈ ＋ｉｈｃ （１９）
表５展示了回归结果。列（１）只增加了需求不确定性量度的单独项，而列（２）则进一步增加了距
离和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可以看出，距离的系数在这两列里都是负的且在第（２）列里更小，负的
效应大部分被交互项所吸收，这个结果是与假说１一致。在列（３），我们增加了距离与退出率之间的
交互项，由上文可知，退出率是需求不确定性在广延边际上的量度，增加了这一项以后，距离的单独
项系数变为了正数且不再显著，相对应的，交互项的影响仍然是显著为负的。依据列（２），在需求不
确定性的均值水平上（０．４３２），运输频次的距离弹性大约是－６．４％，如果需求不确定性从平均值出
发变化一个标准误大小（０．２１４），运输频次的距离弹性将会增加４．１％。也就是说，距离对运输频次
的影响会比原来大６３．８％。一般地，当企业面临着需求不确定性的较长的交付滞后，企业会持有较
大的存货，这反映在运输策略上就是“更少的次数，更多的货物”。交付滞后对运输频次的影响大小
依赖于需求不确定性，同样的，需求不确定性对运输频次的负向影响也依赖于交付滞后。因此，只有
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才会导致贸易的团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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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有贸易的月份数
距离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距离×需求不确定性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
距离×退出率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
需求不确定性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５）
１．０３５＊＊＊
（０．０６０）
０．７４０＊＊＊
（０．０５８）
贸易值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１＊＊＊
（０．００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９５　 ０．７９５　 ０．７９７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５９９　 ０．５９９　 ０．６０２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２３６８４３３　 ２３６８４３３　 ２３６８４３３
　　注：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所有的因变量为对数形式，回归方程控制企业×产品交叉固定效应。每
个系数下面第二行为聚类在企业－目的地水平上的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１。
前面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假说１，表明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是企业决定存货策略时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而且，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存货管理一般是负面的影响，会增加企业存
货管理的难度，减少企业的存货周转，增加企业的存货成本。由于交付滞后通常由地理因素决定，所
以进口商一般倾向于选择较近的供应商以减少交付周期。需求不确定性的大小虽然很大程度上由
外界因素（市场、政策等）所决定，但也与企业对市场的熟悉程度有关。地理距离往往会影响信息的
传播，从而成为出口商熟悉市场的障碍，比如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Ｔａｎｇ（２０１４）就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对目
标市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文化的近似性也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播，因此，企业倾向于进入有相
近文化或语言背景的市场（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９；Ｒａｕｃｈ　＆Ｔｒｉｎｄａｄｅ，２００２）。考虑到距离会影响交流的便捷
程度，所以文化的相似性也与地理距离有一定关系。由上面的讨论可知，地理距离会同时影响交付
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因此，从存货管理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理因素如何塑造当前的贸易格局。
虽然运输成本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Ｈｕｍｍｅｌｓ，２００７），但是Ｂｅｒｔｈｅｌｏｎ　＆Ｆｒｅｕｎｄ（２００８）和Ｄｉｓｄｉｅｒ
＆ Ｈｅａｄ（２００８）指出贸易的地理格局在过去４０年中变化并不大，这表明地理因素不只是通过运输成
本影响贸易，存货成本也是个重要的途径。
此外，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存货的影响也许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出口到更远国
家的产品单位价格会更高。现有文献的解释着眼于出口目的地之间产品质量的异质性，比如 Ｈｕｍ－
ｍｅｌｓ　＆Ｓｋｉｂａ（２００４）认为单位运输成本下企业会向更远的市场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因为单位运输
成本降低了高质量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了高质量产品的需求。Ｍａｎｏｖ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认为，
在线性需求模型下，市场距离与市场竞争程度正相关，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会减少产品加成率，同时提
高产品质量。本文认为，更远的市场往往与更高的存货水平相关联，因此，更高的存货成本可能会导
致企业设置较高的产品单位价格，这个方向留待今后更深入的探讨。
五、稳健性检验
（一）每批次固定成本
一些文献将每批次固定成本作为贸易团块现象的解释，比如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 Ｋｒｏｐｆ
＆Ｓａｕｒé（２０１４）。我们在前文提出的简单模型中也证明了每批次固定成本ｋ对运输频次的负向影
响，因此，我们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每批次固定成本的量度以检验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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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的影响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与 Ｈｏｒｎｏｋ　＆Ｋｏｒｅｎ（２０１５）一样的对每批次固定成本的量度①，它是
各国进口商在整个进口过程中所花费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数据最早可以到２００６年，因此，我们使用
２００６年的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假定各国２００５年的每批次成本与２００６年的相同。
在表６中，我们将用２００５年海关数据回归的结果放在了列（１）和列（２），而将用２００６年海关数
据做的结果放在了列（３）和列（４）。在所有回归中，距离和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都是显著为负的，
使用２００５年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交互项系数的大小比表５列（２）中的结果要稍微大一些。在２００６
年，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变得与表５列（２）中的结果相似，而距离本身的系数则很小，甚至不显著。这
意味着，交付滞后只通过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来影响运输频次，这是与假说１相一致的。同时，
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的系数都是显著为负的，这也验证了文献中发现的每批次固定成本会负向影响
运输频次。依据列（４），如果需求不确定性在其平均水平上，运输频次的距离弹性为大约－４．７％；与
之相比，每批次的货币固定成本的弹性大约为－３．３％。从不确定性的平均水平出发，需求不确定性
增加一个标准误（０．２１４）会使运输频次的距离弹性增加２．２％，也就是说，距离对运输频次的影响会
比原先大５２．８％。综上所述，即使将每批次固定成本的影响考虑进来，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距离通过
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运输频次的负向影响。
（二）排除新进入者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没有针对每一个（ｈ，ｃ）市场，将新进入的企业从回归样本中分别出来。新
进入企业与存续出口企业的差别在于，新进入企业可能是非全年（Ｐａｒｔｉａｌ－ｙｅａｒ）出口商。也就是说，
新进入企业可能在某年的任一个月进入出口市场，从而导致如果将当年的出口量当作其全年的出口
量会低估其出口量，相应的，运输频次也会被低估，最后的回归结果就会被高估。因此，我们排除了
当年新进入的企业以验证我们前面的发现是否依然稳健。
表６　控制每批次固定成本下运输时间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有交易的月份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距离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距离×需求不确定性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６）
需求不确定性
１．２４０＊＊＊
（０．０６２）
１．１８９＊＊＊
（０．０６２）
０．９６２＊＊＊
（０．０５７）
０．９２８＊＊＊
（０．０５６）
时间成本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
货币成本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贸易值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６＊＊＊
（０．００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６　 ０．７９６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６００　 ０．６０１　 ０．５９０　 ０．５９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２３０６４７０　 ２３０６４７０　 ３０１０８７０　 ３０１０８７０
　　注：列（１）～（２）的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列（３）～（４）的回归使用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每批次固
定成本来自２００６年的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数据库；所有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对数形式，回归方程控制了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放在系数下面第二行，聚类在企业－目的地水平。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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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量度的数据可以从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中获得，该数据库记录了与出口或进口的物流过程相关的时间
成本和货币成本。
表７给出了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列（１）的结果显示距离本身的系数
和交互项的系数都是显著为负的，然而，交互项的系数与表５和表６中的结果相比变得更小。在列
（２）和列（３），我们依次控制了进口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距离的系数变得更小，相对应的，交互项
的负效应增加到大约－０．０８。这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发现，也就是距离主要通过它与需求不确定性的
交互项负向影响运输频次。
表７　排除当年新进入者的样本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有交易的月份数
距离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距离×需求不确定性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０）
需求不确定性
０．５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７６９＊＊＊
（０．０９０）
０．７４５＊＊＊
（０．０９０）
时间成本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
货币成本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
贸易值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３８　 ０．８４０　 ０．８４０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６８２　 ０．６８３　 ０．６８４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９２４４９７　 ９００７１２　 ９００７１２
　　注：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排除了当年新进入者的样本，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放
在系数下面第二行中，在企业－目的地水平上聚类。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三）非加工贸易样本
依据物流成本模型，我们的模型设定比较贴合出口商依从进口商的意愿安排运输时间和运输规
模的情形。在现实中，最符合这种情形的是加工贸易（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但是，对于非加工贸
易的出口商，虽然自身可以更为自主的安排出口形式，然而，其仍然要受到目的地市场需求的影响
（通过进口商的传导），而且，只要运输时间依然不可忽视，出口商的运输策略仍然要受到存货管理的
约束。因此，在回归中排除加工贸易的样本，以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一般的出口商。
表８给出了使用非加工贸易样本复制表５中的结果。与表５中回归不同的是，我们在这里控制
了每批次的固定成本（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回归结果与我们之前的发现基本一致。当只有需求不
确定性量度的单独项时，列（１）的结果显示，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在列（２）中加入距离和需求不确
定性的交互项之后，距离的系数就变为正，且不再显著，距离对运输频次的负的效应都被交互项所吸
收。列（３）中的回归进一步加入了距离与退出率的交互项，距离的系数虽然显著但是依然为正。相
对应的，无论是距离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还是距离与退出率的交互项，都是负的显著的。表８
的回归结果表明我们的结论对于一般的出口商也是基本适用的。
（四）运输频次的下界
依据假说２，需求不确定性ψ
２ 和交付周期Ｌ的乘积只会影响订单规模ｑ＊的上界，也就是运输频
次ｆ的下界，最优的运输频次ｆ＊有可能是在下界λｈω／ ２ｋλｈω＋ｂｈψ
２λ槡 Ｌ和上界 λｈ槡 ω／ ２槡ｋ之间的
任一位置，具体位置依赖于需求过程的具体分布形式。如果分布更接近最大近似分布（Ｍａｘｉｍａｌ　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运输频次ｆ＊会趋向于下界；对于其他的ｆ＊，它可能会接近上界。
通过分配更多的权重给拟合线下方的观测值，分位数回归可以刻画下界的影响。这里，我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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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四个不同的分位数回归：２０％，４０％，６０％，８０％。由于计算量的限制，我们这里只考虑来料加工装
配贸易。这种类型的贸易使用客户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和装配后再出口给客户。因为这种贸易的主
导权主要在进口方，所以比较贴近我们在理论部分中所描述的情形。在运行分位数回归之前，所有
的变量都在企业×产品水平上进行了去均值的操作，这样等同于回归中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
应。表９展示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从２０％分位数到８０％分位数，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变得
越来越小。在２０％分位数回归中，交互项的系数大小与表６中列（１）和列（２）的结果比较类似，然而，
交互项的系数在８０％分位数回归中变得不再显著，这证实了假说２。
表８　交付滞后与需求不确定性（非加工贸易样本）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有贸易的月份数
距离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距离×需求不确定性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７）
距离×退出率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
需求不确定性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
１．２８９＊＊＊
（０．０６７）
０．９５６＊＊＊
（０．０６５）
时间成本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货币成本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贸易值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６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８　 ０．５７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２１２６４４５　 ２１２６４４５　 ２１２６４４５
　　注：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排除了加工贸易样本，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放在系数
下面第二行中，在企业－目的地水平上聚类。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表９　运输频次下界和分位数回归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分位数 ４０％分位数 ６０％分位数 ８０％分位数
距离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７＊＊＊
（０．０２９）
距离×需求不确定性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１）
需求不确定性
１．１８２＊＊
（０．５１４）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２
（０．４４９）
贸易值
０．３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９＊＊＊
（０．００４）
时间成本 是 是 是 是
货币成本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注：分位数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放在系数下面第二行中。
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正如我们在理论模型部分所讨论的，最优运输频次的上界其实就是确定性模型（此时，λ为单位
时间内的预期需求量）下的最优解。企业最优的运输频次越接近上界，支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对
其的影响就会越小。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每单位缺货惩罚成本ｂ和每单位存货成本ｈ来使最
优运输频次的区间趋于上界。缺货惩罚的大小与消费者的认可度相关，企业有可能通过调整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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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降低缺货惩罚，缺货不一定损害产品的认可度。比如某些情形下，适度缺货会增加产品的
紧俏度，反而提升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如果可以得到关于需求分布的更多信息，那么就可以
使自己的最优决策更接近于确定性模型下的决策。预期平均需求量λ和需求波动ψ
２ 只反映了需求
分布的一部分信息。企业对需求分布的信息掌握得越多，就越能准确预测未来的需求，从而使自己
的最优运输策略越接近确定性需求下的情形。
六、总结
交付滞后连同需求不确定性对于出口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影响企业库存方面的决
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物流成本。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对更长的交付滞后时间的反应是减少发货次
数，同时增加运输规模，这样就导致了在越远的市场，贸易团块程度越高。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
验证了交付滞后通过其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影响贸易团块，我们也发现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
性只会影响运输频次的下界。
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说明运输时间和需求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两个贸易中常
见的因素实际上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对企业的影响要大，运输时间不仅增加货物的运输成本和时间
成本，也会影响企业的运输策略并进而影响企业的库存决策。我们的研究表明运输时间会减少运输
频次，也就是降低企业的存货周转，因此，运输时间会增加企业的存货成本（Ｉ）。贸易便利化的举措，
比如改善交通设施、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等，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存货周转：一方面，贸
易便利化会减少交付滞后时间，进而影响运输频次；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降低每批次固定
成本来提高运输频次。２０１３年以来政府先后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贸易便利化，从而促进自由贸易。简化审批手续、优化检验检疫制度等创新措施都能够大幅缩
短进出口时间。许多创新政策经过试点都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地与有政策优
势的地区进行国际贸易，可以有效地降低交付周期，提高经营效率。同样的，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
一路”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促进互联互通提高贸易的便利性，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成
为有吸引力的投资交易地。
类似地，需求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包括出口决策（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２）与产品数量和
种类的决策（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２０１５），也会通过运输时间影响企业的存货管理。运
输时间很大程度由地理因素所决定，一般不容易通过降低运输时间来提高存货周转，因此，通过降低
需求不确定性来提高运输频次是一条更可行的途径。影响需求不确定性的因素，除了目标市场的经
济政策和形势、市场竞争程度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息的不完全，而且，市场距离往往会加重
信息的不完全程度（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Ｔａｎｇ，２０１４）。为了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完全程度，政府可以采
取措施完善信息网络，促进市场信息的流动：一方面，政府应完善与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使企业可
以及时获取政府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所掌握的各项信息；另一方面，政府应促进完备的出口服务市
场的建立，使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获取准确的信息。对企业来说，完善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体系对
于降低信息的不完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进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信息交流，
而政府通过信息合作可以获取更准确的经济数据以指导政策制定，并提供给企业作为出口和投资决
策的参考。因此，如果企业能够积极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享受到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交
付周期减少，同时企业可以更便利地获得市场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完全性，降低需求不确定性同时也
降低地理距离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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